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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企业异质性与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

杜威剑

( 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与政企合谋因素，考察了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形成机

理与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的生产函数法测度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并分别采用面板
Tobit模型与生存分析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
境规制不仅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同时会提高落后产能企业市场退出的概率，即能够从

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两方面实现国有企业的产能治理。此外，通过区分行业污染强度与外部需求条
件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于污染程度较强和出口参与型企业的产能治理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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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产能过剩时常出现。一般而言，当一国国内供给超过有效需求时，便会

产生产能过剩现象。适度的过剩产能不仅不会损害一国经济增长，还将进一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
改进生产效率。然而，政府干预所引致的产能过剩，则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影响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1］。中国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干预程度存在显著差别［2］。在中国，国有企业具有
更多的政治资源，并因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作用，更易进行“政企合谋”，以获得更多优惠政
策与政府补贴［3-4］。大量资源流向国有企业，是造成国有企业长期产能严重过剩和大量落后产能始
终淘汰不了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环境恶化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
逐步实施了各类环境规制政策，但与中国 GDP 的增长速度相比，污染治理的投入依然不足，中国仍
需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那么，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会恶化过剩产能呢? 环境保护与产能
治理的双重目标又是否能够实现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国有企业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证

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
Engen［5］最早在定义完全产能的基础上提出产能过剩的概念，随后众多学者对产能过剩的成因

进行了讨论与延伸。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经济周期及波动［6］与微观企业竞争策略［7］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相比而言，国内学者则更多地从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视角分析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发展
阶段说”基于经济动态发展的视角，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后发优势”容易对未来有前景的产业
产生共识，将投资上形成“潮涌现象”作为产能过剩的成因［8-9］。而“地方政府说”则基于政府干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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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认为地方政府出于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而展开地区竞争，对投资竞相补贴，最终造成

产能过剩［10-11］。
针对中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国内学者主要基于“政企合谋”框架，从政府干预视角进行

了研究。孙晓华和李明珊［12］以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形成的制度背景为依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检验
了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成因与效率损失，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是造成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进而引发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张天华和张少华［13］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享受了
各种偏向性政策，造成国有企业资本和劳动的过度配置，从而更易引发产能过剩。顾振华和陈强
远［14］的研究则表明，中央政府的产业鼓励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的双重叠加是引致产能

过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部分文献开始尝试从生态环境视角研究产能过剩问题。关于产

能过剩成因的文献［15-16］认为，环保制度体系缺陷与环境产权模糊使得地方政府放宽对企业的环境要

求，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引发的产能过度投资，最终造成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关于环境约束视角
下产能过剩治理问题的研究，部分学者从“遵循成本效应”进行了探究，认为环境政策会降低资本的
边际收益，约束工业的资金流，使相关行业缩减生产要素投入，最终实现过剩产能下降［17-18］。部分学
者则基于波特假说从“创新补偿效应”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会激发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与
产能利用率，最终从需求侧和生产侧两个方面缓解产能过剩现象［19-21］。
既有研究对我们理解产能过剩的成因以及环境约束视角下的产能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作

用。然而，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或行业层面考察环境规制对产能治理的影响，部分企业层面的研究
也仅分析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问题，并未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关系的讨论。鉴
于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的成因，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下，以国有制造业企业样本为基础，从

理论与实证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理论分析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引入政企合谋与环境约束因素，从二

元边际视角探究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机制。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国有企业为切入点，
不仅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落后产能始终淘汰不了的现实，同时区别了不同所有制企业过剩产能成因

的差异化特征，增强了研究问题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第二，实证分析分别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与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的微观视角，解构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现有研究鲜
有涉及环境规制与过剩产能问题，少量关于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关系研究的文献也仅是基于国家或

行业层面展开，并未细化至企业层面。然而，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的直接主体均是企业，因此从微观
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产能治理问题，能够使本文的研究更加直观。第三，引入企业异质性，分别考察
污染强度差异化特征与不同外部市场需求条件如何影响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有助

于完善环境规制与过剩产能关系的研究框架，得到具体细化的研究结论与切实可行的政策启示。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引入政企合谋与环境规

制因素，解释了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机制，并得到相关命题; 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构

建与指标测度，并进行了数据介绍; 第四部分报告了基准分析结果，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

产能利用率与市场退出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为分组回归，在基准分析基础上进一

步检验了污染强度与外部需求条件对分析结论的影响; 最后是全文的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模型
在异质性企业理论［22］框架下，引入政企合谋以考察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与环境规制

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影响机制。
( 一) 消费者

假设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且消费者数量为 L，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参照 Dix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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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itz［23］研究，假设 CES形式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 = ( Qc
p )

－α ∫ωΩq( ω)
σ－1[ ]σ

σ
σ－1

( 1)

其中，Qc
p 代表高度污染的生产产量，会降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 α为正且表示消费者对污染生产

的厌恶程度; Ω表示产品类别的集合; σ代表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且 σ ＞ 1。此外，消费者的预算约
束为:

∫ωΩp( ω) q( ω) dω = I ( 2)

其中，I代表消费者的总收入。基于式( 1) 和式( 2) 求解效用最大化情形下消费者对产品 ω的需
求函数为:

q( ω) = I
P

p( ω)[ ]P
－σ

( 3)

其中，P代表物价水平，具体形式如( 4) 式所示:

P = ∫ωΩp( ω) 1－σd[ ]ω 1 / ( 1－σ)
( 4)

( 二) 生产者

假定劳动作为企业唯一的要素投入，并且市场之外存在大量的潜在进入企业。企业为了进入市
场需要事前投入 fe 单位的劳动量作为进入成本。随后企业获知自己的生产率水平 φ，并且 φ满足独
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g( φ) 。若企业的生产率过低则企业将即刻退出市场，而对
于在位企业而言，每期会面临一个与生产率无关且概率为 δ的外生冲击迫使其退出市场。企业在每
期生产过程中需要 f单位的固定成本投入。假定企业每期需要投入 F 单位劳动力以维护或改进清
洁生产设备或生产技术以降低污染成本。此外，劳动力供给量由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内生决定。
本文将国有企业分为两类; 一类是落后的国有企业，生产率较低，生产规模较小，且因企业资金

薄弱而进行清洁生产设备投入的意愿很低; 另一类是先进的国有企业，生产率较高，生产规模较大，

有能力投资清洁生产设备。然而，落后的国有企业何以能够在市场存活? 究其原因，是这些企业有
着各种各样的“保护伞”，即政企合谋现象的存在为这些企业在市场的存活提供了可能。为了引入政
企合谋问题，本文假定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支付寻租费用 c 而免于投资清洁设备且避免停业。由于未
投资清洁生产设备的落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额外承担一定的污染排放成本，假设污染成本的税

率为 θ，因此企业必须投入 1 / ( 1 － θ) 单位劳动以维系一单位劳动投入，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θ将提高，企业的排污成本将上升。基于上述条件，得到落后国有企业与先进国有企业的成本函数分
别为:

TCp0 ( φ) =
TCc ( φ) = w 1

1 － θ
qc

φ[ ]+ f + c ，if φ* ≤ φ≤ φ +

TCF ( φ) = w qF

φ[ ]+ f + F ，if φ≥ φ{ +
( 5)

其中，w代表工资率①。上标 c和 F 分别用以表示落后企业与先进企业。φ* 代表存活生产率，

即企业每期利润为 0 的生产率水平; φ +代表技术无差异生产率，即企业选择寻租与投资清洁生产设

备利润无差异的生产率水平。通过求解落后企业和先进企业利润最大化，得到企业的价格函数:

p( φ) =
pc ( φ) = 1

pφ( 1 － θ)
，if φ* ≤ φ≤ φ +

pF ( φ) = 1
pφ
，if φ≥ φ{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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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市场均衡

若均衡时企业生产率的分布为 μp0 ( φ) ，则市场均衡的物价指数 P如( 7) 式:

P = ∫
!

0
P( φ) 1－σMμ( φ[ ]) 1 / ( 1－σ)

= M1 / ( 1－σ) p( φ) ( 7)

其中，M为均衡状态下市场内企业的数量，φ 为企业加权平均生产率。存在政企合谋情形下国
有企业的存活生产率 φ* 满足 πc ( φ* ) = 0，且只有生产率水平高于 φ* 的企业才能向市场提供产品，

其余企业将退出市场。对于生产率为 φ( φ* ≤φ≤φ + ) 的企业，其与处于存活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相对

收入为:

rc ( φ)
rc ( φ* )

= φ
φ[ ]*

σ－1

( 8)

此外，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每期利润均为 0，因此有:
πc ( φ* ) = 0rc ( φ* ) = σ( f + c) ( 9)

基于( 8) 和( 9) 式计算得到:

rc ( φ + ) = σ φ +

φ( )*

σ－1

( f + c) ( 10)

φ +生产率的企业，在寻租与投资清洁生产设备的相对收入为:

rF ( φ + )
rc ( φ + )

= 1
1 －[ ]θ

σ－1
( 11)

由于生产率 φ +
p0的企业选择寻租与投资清洁生产设备的利润相等，因此有:

πF ( φ + ) = πFrF ( φ + ) － rc ( φ + ) = σ( F － c) ( 12)
基于( 10) 、( 11) 和( 12) 式，计算得到:

φ + = { ( F － c) /［( 1 － θ) 1－σ － 1) ( f + c) ］} 1 / ( σ－1) ( φ* ) = λ( φ* ) ( 13)
其中，λ = { ( F － c) /［( 1 － θ) 1－σ － 1) ( f + c) ］} 1 / ( σ－1) 。进一步地，求解市场上存活企业的平均
利润和企业自由进出条件:

π = ∫
φ*

φF
πc ( φ) g( φ)

1 － G( φ* )
dφ + ∫

+!

φ*
πF ( φ) g( φ)

1 － G( φ* )
dφ = κ( φ* ) ( f + c)

+ 1 － G( φ + )
1 － G( φ* )

κ( φ + ) ( F － c) ( 14)

π =
δfe

1 － G( φ* )
( 15)

其中 κ( φ* ) =［φ( φ* ) /φ*］σ－1 － 1 ＞ 0，κ( φ + ) =［φ( φ + ) /φ +］σ－1 － 1 ＞ 0 。结合( 13) 、( 14)
和( 15) 式，求解得到市场均衡时企业存活生产率的隐函数方程形式如下:

［1 － G( φ* ) ］κ( φ* ) ( f + c) +［1 － G( λφ* ) ］κ( λφ* ) ( F － c) － δfe = 0 ( 16)
结合( 13) 式，并对( 16) 式求解微分，可以得到企业存活生产率、技术无差异生产率与环境规制

强度( 企业排污成本) 之间的关系如下:

φ+

θ
= － λφ* ( 1 － θ) －σ

［( 1 － θ) 1－σ － 1］

× ［1 － G( φ* ) ］［κ( φ* ) + 1］( f + c)
［1 － G( φ* ) ］［κ( φ* ) + 1］( f + c) +［1 － G( λφ* ) ］［κ( λφ* ) + 1］( F － c)

＜ 0 ( 17)

φ*

θ
= φ* ( 1 － θ) －σ

［( 1 － θ) 1－σ － 1］

× ［1 － G( λφ* ) ］［κ( λφ* ) + 1］( F － c)
［1 － G( φ* ) ］［κ( φ* ) + 1］( f + c) +［1 － G( λφ* ) ］［κ( λφ* ) + 1］( F － c)

＞ 0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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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17) 和( 18) 式，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1: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使国有企业投资清洁生产设备相对于向地方政府部门寻租的成

本要低，进而通过“激励效应”提高市场中国有企业对清洁生产设备的投资倾向，降低技术无差异生
产率 φ +，最终通过改良企业落后产能，从集约边际层面实现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
命题 2: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通过“筛选效应”以提高市场中

国有企业的存活生产率 φ* ，最终淘汰落后产能的国有企业，从扩展边际层面实现国有企业过剩产能

的治理。
三、计量模型、指标测度与数据介绍
( 一) 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理论模型的相关命题，考察环境规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问题的影响，本
文分别从国有企业落后产能退出与产能利用率提升视角，设定计量模型如( 19) 和( 20) 式所示:

PHit = α0 + α1EＲIit + α2Xit + ηi + ηt + εit ( 19)
PBexitit = α0 + α1EＲIit + α2Xit + ηi + ηt + εit ( 20)

其中，i表示国有企业，t表示年份。PBexit 代表落后产能国有企业的退出②，其中以计算得到的
企业产能利用率作为依据，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产能利用率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分行业计算产

能利用率处于后 1 /4 分位的企业记为国有企业的落后产能。PHit代表产能利用率，数值介于 0 与 1
之间; EＲIit代表环境规制强度，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得到; Xit表示控制变量。此外，考虑到一些影响
因素可能无法通过经济学指标加以控制，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这些因素归入到误差

项之中，如基准模型( 19) 和( 20) 所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因素变化的企业个体
固定效应 ηi ; 用以控制不随个体因素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 ηt ; 用以控制除上述两项之外其他异质性

效应的随机误差项 εit。
( 二) 指标测度

1． 产能利用率指标
关于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度，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 DEA) 和生产函数法。Fare et al．［24］

最早将数据包络法应用于测度产能利用率，在构建生产前沿面基础上，通过固定资本测度企业或个

体的生产能力。董敏杰等［25］、贾润崧和胡秋阳［26］采用该方法测算了我国相关行业和企业层面的产
能利用率。Berndt and Morrison［27］最早采用生产函数法测度产能利用率，通过成本函数假设推测理
论上的潜在最优产出，并将实际产出与潜在最优产出的比值界定为产能利用率。
然而，数据包络法使用前提是各企业之间生产率差异不大，对于效率相差较大的工业企业可能

存在较大的估计偏差。传统生产函数法则要求对企业生产决策作出严格假设，而在现实中研究者往
往难以获知企业的生产决策。为了规避上述问题，本文参照 Sims［28］、余淼杰等［29］的研究方法，从产
能利用率定义出发，放松生产函数法的基本假设，基于资本折旧率与产能利用率正相关关系假设，测

度中国国有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
接下来，具体介绍本文采用估计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方法。与 Ackerberg et al．［30］一致，假设

企业生产函数的结构化增值形式如( 21) 式:
Yit = min{ αKβ1

it Lβ2
it exp( ωit ) ，β3Mit} exp( εit ) ( 21)

其中，Y为企业总产值; K和 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M为中间品投入; ω为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ε为随机冲击。根据里昂惕夫一阶条件，将生产函数转换为( 22) 式的对数形式，其中小写字母
代表相应的对数值:

yit = α + β1kit + β2 lit + ωit + εit ( 22)
在测算之前，根据 Greenwood et al．［31］的分析框架，对产能利用率作出如下假设: ( 1) 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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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为实际投入资本量 Kit与企业资本存量 K*
it 之比。( 2) 产能利用率 hit为企业资本折旧率 δit的单调递

增函数，即 hit = g( δit ) 。( 3) 企业的资本存量 K*
it 由上期产能利用率 hit － 1、上期资本存量 K*

it － 1与上期

投资 Iit － 1共同决定。( 4) 中间投入品 Mit由同期资本投入 kit、劳动力投入 lit和生产率决定 ωit，即 mit =
ft ( kit，lit，ωit ) 。
接下来，求解企业产能利用率之前，需具体化 g( δit ) 的形式，考虑到需满足产能利用率与资本折

旧率的基本关系③，此处参照 Greenwood et al．［31］所采用的指数函数形式，如( 23) 式所示:

hit = g( δit ) =
1
η
ln δit( )δ

( 23)

其中，η为正向系数，δ为折旧率的上限，该函数形式求解得到的产能利用率范围在［0，1］之间。
结合( 22) 和( 23) 式，得到企业产出等式:

yit = α + β1k
*
it +

β1

η
ln δit( )δ

+ β2 lit + f －1t ( k
*
it + 1

η
ln δit( )δ
，lit，mit ) + εit ( 24)

基于( 24) 式，采用 Ackerberg et al．［30］两步估计法，第一步基于非参数方法采用多项式进行估
计，第二步结合矩估计条件与第一步估计结果，估计各项参数，并代入( 23) 式计算得到企业层面产能
利用率。

2． 环境规制指标
考虑到环境规制的衡量同时涉及政策工具与政策执行，采用单一指标难以完全表示。参照李梦

洁和杜威剑［32］的研究，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环境规制的综合评价体系，用以衡量我国环境规制

的综合绩效。鉴于现实情况与数据的可得性，分别选取固体废物利用率、污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
去除率、粉尘去除率和烟尘去除率等 5 个指标进行测度。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是: 首先，计算 5 个子
项并通过标准化将其转换成 0 ～ 1 值; 其次，通过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与行业产值占工业行业总排放与
总产值的比重，计算得到各行业不同指标的权重; 最后，通过各指标的标准化值与权重，计算相关工

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
3． 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 1) 劳动生产率。企业劳动生产率可能会直接

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33］，从而影响企业的产能利用情况，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与就业人数比值进

行衡量。( 2)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还会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最终
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与企业退出风险产生影响［34］。本文采用企业雇佣工人数量的对数值进行衡量。
( 3)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产能效率，常被作为改善企业落后
产能的重要手段［35］，本文以企业是否存在创新产出为基础构建二元虚拟变量用以衡量国有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4) 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阻碍企业进行设备更新与产品研
发，从而影响企业死亡率与产能利用率，本文采用财务费用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36］。( 5 ) 企业经营
年限。随着企业经营年限的增加，管理经验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会提高，经营情况会相对稳定，通
过影响生产与投资决策最终影响企业的死亡率与产能利用率。经营年限通过企业当年年份与成立
年份的差值计算得到。
( 三) 数据介绍

本文环境规制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企业层面数据主
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 2000—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汇总样本企业提
交的季度报表和年度报表得到，主要包含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 主营业务收入销售额在

500 万元及以上) 非国有工业企业。该数据库是我国目前可得企业样本最大的微观数据库，统计了
企业的基本情况与财务数据，例如企业名称、工业总产值、出口交货值、工人数量、成立年份、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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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新产品产值、资产总额、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利润总额等近百项指标，本文关于国有企业落后
产能的识别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均基于上述基础指标。
为了将工业企业数据中存在统计问题的样本剔除，结合 Yu［37］的研究并参照一般会计准则，将出

现以下情况的企业从样本中予以剔除: ( 1) 关键指标观测值缺失的企业样本，这里的关键指标主要包
含工业总产值、企业销售额、工人数量、中间投入额、固定资产净值等; ( 2) 工人规模低于 8 人或企业
年龄为负的企业样本; ( 3)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流动资产或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等明
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企业样本。此外，鉴于 2003 年中国行业分类代码发生了变更，本文参照 Brandt
et al．［38］的方法将行业按照 2003 年之后的新行业代码( GB /T 4754—2002) 进行重新调整，对制造业
进行分类。
四、基准估计结果及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模型( 1 ) 、( 3 ) 和( 5 ) 以测算
的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 2) 、( 4) 和( 6) 以落后产能企业退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鉴于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特征，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以降低介于 0 和 1 之间产能利用率双截尾特征
方程所造成的估计偏差，鉴于落后产能国有企业退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特征，采用面板 cloglog
生存分析模型以避免因样本期内部分落后产能企业未退出而导致的“右删失”问题。此外，模型( 1)
和( 2) 回归中未引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和其他非观测固定效应，模型( 3) 和( 4) 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
量但未控制其他控制变量，模型( 5) 和( 6) 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1 基准估计结果
( 1) Tobit ( 2) cloglog ( 3) Tobit ( 4) cloglog ( 5) Tobit ( 6) cloglog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环境规制 0． 001 1＊＊ 0． 032 3＊＊＊ 0． 001 4＊＊ 0． 030 0＊＊＊ 0． 001 6＊＊＊ 0． 030 0＊＊＊

( 0． 000 5) ( 0． 006 8) ( 0． 000 5) ( 0． 006 8) ( 0． 000 5) ( 0． 006 8)
劳动生产率 0． 000 0＊＊＊ － 0． 000 0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0) ( 0． 000 0)
企业规模 0． 006 4＊＊＊ － 0． 184 6＊＊＊ 0． 005 3＊＊＊ － 0． 184 9＊＊＊

( 0． 000 7) ( 0． 011 1) ( 0． 000 7) ( 0． 011 1)
技术创新 0． 005 1＊＊ － 0． 392 2＊＊＊ 0． 008 0＊＊＊ － 0． 345 6＊＊＊

( 0． 002 3) ( 0． 037 8) ( 0． 002 3) ( 0． 037 8)
融资约束 － 0． 000 1 0． 012 9 － 0． 000 1 0． 013 1

( 0． 000 0) ( 0． 042 9) ( 0． 000 0) ( 0． 042 9)
企业年限 0． 000 5＊＊＊ － 0． 004 8＊＊＊ 0． 000 5＊＊＊ － 0． 004 9＊＊＊

( 0． 000 0) ( 0． 001 0) ( 0． 000 0) ( 0． 001 0)
常数项 0． 702 8＊＊＊ 0． 142 0＊＊＊ 0． 663 3＊＊＊ 1． 211 0＊＊＊ 0． 684 9＊＊＊ 1． 211 0＊＊＊

( 0． 001 1) ( 0． 016 9) ( 0． 003 8) ( 0． 060 2) ( 0． 004 4) ( 0． 060 2)
年份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16 113． 36 － 13 080． 18 16 325． 51 － 12 721． 78 16 549． 92 － 12 721． 78
rho值 0． 524 4＊＊＊ 0． 245 8＊＊＊ 0． 514 9＊＊＊ 0． 227 6＊＊＊ 0． 517 5＊＊＊ 0． 236 4＊＊＊

( 0． 004 2) ( 0． 014 1) ( 0． 004 3) ( 0． 013 9) ( 0． 004 4) ( 0． 013 7)
观测值 81 098 20 301 81 098 20 301 81 098 20 30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误，回归结果由 STATA 给
出; rho表示企业不可观测异质性的误差方差占总误差方差的比例。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 1 ) 至模型( 6 ) 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
性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环境规制为正并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
制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且提高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验证了命题 1 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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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 的研究结论，即环境规制能够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两方面实现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治
理。此外，根据 rho 值可知，因不可观察异质性引起的误差方差占总误差方差的比例均在 20%
以上，并在 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企业不存在不可观察异质性”的原假设，因此在计量分析中
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性是合理的。
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提高企

业经营效率，从而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并延缓企业退出市场。国有企业规模扩张，在一定程
度上会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并抑制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即国有企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技
术创新的增加，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即创新型企业具有更

高的产能利用率与更低的市场退出风险。融资约束会通过限制现金流，从而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的
提升，并且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概率。企业年限对产能利用率的回归系数为正而对落后产能企
业退出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随着企业成立年限增加，企业具有更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产能利用率

呈上升趋势，并且落后产能企业面临市场风险会减少从而降低市场退出的概率。
( 二)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本文目的在于考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维度
为企业层面，而环境规制指标是行业层面，因此由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
尽管如此，一些诸如宏观经济波动等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影响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

如果遗漏这些非观测因素，同样会导致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节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选取行业能源消费总量标准煤的滞后一期作为环境规制的工
具变量［39-40］，回归结果如表 2 模型( 1) 和( 2) 所示。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表
明环境规制能够提高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并加速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即从二元边际视角实现国

有企业的过剩产能治理。此外，LM统计量和 Wald F 统计量分别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工具变量
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和工具变量为弱识别的原假设，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 1) 2SLS ( 2) 2SLS ( 3) Tobit ( 4) cloglog ( 5) Tobit ( 6) cloglog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环境规制 0． 003 7＊＊＊ 0． 010 2＊＊＊ 0． 002 4＊＊＊ 10． 323 1＊＊＊ 0． 000 6＊＊＊ 0． 034 1＊＊＊

( 0． 000 7) ( 0． 002 6) ( 0． 000 5) ( 3． 104 8) ( 0． 000 2) ( 0． 008 2)
清洁化生产 0． 006 4＊＊＊ 0． 021 4＊＊＊

( 0． 002 1) ( 0． 001 1)
常数项 0． 667 0＊＊＊ 0． 621 0＊＊＊ 0． 664 3＊＊＊ 1． 826 5＊＊＊ 0． 679 0＊＊＊ 0． 188 6＊＊＊

( 0． 004 0) ( 0． 017 4) ( 0． 005 4) ( 0． 071 4) ( 0． 004 2) ( 0． 071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2 0． 018 7 0． 272 9
LM统计量 4． 4e + 04 1． 1e + 04

( 0． 000 0) ( 0． 000 0)
Wald F统计量 54 592． 86 14 115． 76

［16． 38］ ［16． 38］
对数似然值 2 502． 80 － 2 625． 01 16 539． 98 － 9 958． 02

rho值 0． 5176＊＊＊ 0． 2617＊＊＊

( 0． 004 3) ( 0． 018 8)
观测值 81 098 20 301 28 600 7 523 81 098 20 301

注: LM统计量用于检测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若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可信的，其中括
号内为 LM统计量的 p值;Wald F 统计量用于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识别，若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
可信的，其中括号内为 10%水平的临界值。rho表示企业不可观测异质性的误差方差占总误差方差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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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稳健性。行业层面环境规制指标与企业数据匹配过程可能存在估计偏差，接下来选取企业
层面排污费征收指标④作为环境规制替代指标，以验证模型结论的稳健性。工业企业数据仅在 2004
年统计了企业的排污费，因此选取 2004 年国有制造业企业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因变量分别选取
产能利用率与落后产能国有企业退出，回归结果如表 2 模型( 3) 和( 4 ) 所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
一致，企业层面表征环境规制指标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促进国
有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并提高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控制其他政策变动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2000—2007 年，在这一期间我国从 2003 年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清洁生产标准目录，对部分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这一
政策变动可能对各行业环境规制与企业过剩产能产生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在回归
分析中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清洁化生产变量⑤，控制环境政策冲击因素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模型
( 5) 和( 6) 所示。我们发现，清洁化生产标准提高了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
的退出。此外，与基准回归相比，环境规制变量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但符号与显著性均与之前结论
一致。因此，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
基准回归从产能利用率与市场退出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但未

区分企业污染强度与外部市场需求的异质性。面临环境政策冲击时，不同污染强度企业生产成本变
动与技术调整意愿会存在显著差异［41］，并且企业是否参与国际市场也会对其技术创新成本［42］与产

品绿色标准［43］产生影响。那么，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污染强度
与外部市场需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采用分组回归方式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

考察。
首先，依据样本区间内各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和已有研究［44 － 45］的行业分类情况，将样本企业

分为重度污染、中度污染与轻度污染企业⑥，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在各个
模型中均为正且较为显著。此外，我们还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程度样本内国有企业过剩
产能治理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比较重度污染企业、中度污染企业和轻度污染企业分样
本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远远高于中度污染和轻

度污染企业，并且对重度污染和中度污染样本内落后产能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更强。对此可
能的解释为，环境规制对污染程度较高的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更大，因此污染程度较高企业缩

减投资规模与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更强，从而使得环境政策对重度污染和中度污染国有企业

过剩产能治理的效果更加显著⑦。

表 3 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基于污染强度的再检验

重度污染 中度污染 轻度污染

( 1) ( 2) ( 3) ( 4) ( 5) ( 6)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环境规制 0． 036 8＊＊＊ 0． 159 0＊＊＊ 0． 005 6＊＊＊ 0． 165 5＊＊＊ 0． 002 7* 0． 024 0
( 0． 001 7) ( 0． 024 0) ( 0． 001 1) ( 0． 021 8) ( 0． 001 6) ( 0． 016 7)

常数项 0． 663 1＊＊＊ 1． 486 2＊＊＊ 0． 795 9＊＊＊ 0． 744 8＊＊＊ 0． 636 2＊＊＊ 1． 431 0＊＊＊

( 0． 007 2) ( 0． 100 5) ( 0． 008 3) ( 0． 115 4) ( 0． 008 2) ( 0． 115 0)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5 797． 10 － 4 516． 55 5 194． 71 － 3 777． 03 5 932． 10 － 4 386． 43
rho值 0． 499 0＊＊＊ 0． 214 2＊＊＊ 0． 512 3＊＊＊ 0． 236 7＊＊＊ 0． 535 6＊＊＊ 0． 225 3＊＊＊

( 0． 007 4) ( 0． 023 0) ( 0． 008 1) ( 0． 026 8) ( 0． 007 1) ( 0． 024 6)
观测值 28 908 7 237 24 138 6 047 28 052 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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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过剩产能治理:
基于外部市场需求的再检验

出口参与型企业 纯内销型企业

( 1) ( 2) ( 3) ( 4)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产能利用率 企业退出

环境规制 0． 002 0＊＊＊ 0． 012 8 0． 001 7＊＊＊ 0． 034 7＊＊＊

( 0． 000 7) ( 0． 011 7) ( 0． 000 6) ( 0． 010 7)
常数项 0． 657 0＊＊＊ 0． 271 5＊＊＊ 0． 690 2＊＊＊ 0． 290 9＊＊＊

( 0． 006 5) ( 0． 104 5) ( 0． 005 8) ( 0． 109 3)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8 336． 10 － 4 452． 26 7 462． 01 － 5 342． 43
rho值 0． 5 466＊＊＊ 0． 178 3＊＊＊ 0． 494 5＊＊＊ 0． 260 8＊＊＊

( 0． 006 3) ( 0． 039 5) ( 0． 006 6) ( 0． 030 7)
观测值 32 888 7 928 48 210 12 373

接下来，进一步考察外部市场需求的

异质性是否会影响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

过剩产能治理的效果。分样本回归以工
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出口交货值为依据，将

当年出口交货值大于 0 的企业记为出口
参与型企业，否则记为纯内销型企业⑧，结

果如表 4 所示。比较模型( 1 ) 和 ( 3 ) 发
现，环境规制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在出

口参与型企业样本中环境规制变量的系

数值更大，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提升国

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无论对出口参与型企

业或纯内销型企业结论均成立。通过模
型( 2) 和( 4 ) 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规制
对纯内销型落后产能企业退出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出口参与型企业退出的作用不再显

著。实证结论与预期一致，即对于出口参与型企业而言，面临环境政策冲击时由于其具有更强的技
术优势与市场优势，因此更易通过技术模仿或市场转移等方式规避企业市场退出的风险。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与中国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匹配数据，从产能利用率与落后产能企业退出

视角研究了环境政策对过剩产能治理的影响，分析中分别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与 cloglog 生存分
析模型以校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研究发现: 首先，环境规制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
率，改进国有企业的落后产能，即环境规制能够从集约边际实现我国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治

理; 其次，环境规制能够增加国有企业中落后产能市场退出的概率，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即环境

规制能够从扩展边际实现我国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最后，企业污染强度与外部市场需求的异
质性同样会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产能治理效果。其中，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作用远远高于轻度污染企业，并且对重度污染和中度污染落后产能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更强。此
外，与纯内销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本文研究结论，
得到相关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实现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国有企业产能

升级与优化。环境保护与产能治理的策略路径并不冲突，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时，应当广泛选择环境税、污染排放许可证等对于企业能效提升具有较强激励作用的政策工
具，为地区环境治理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考核目标，破除环境治理的辖区局限性，从根本上更正

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就环境治理的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倒逼地方政府为国有企业发展

做“减法”，通过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进一步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实现国
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
第二，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在环保约束下实现国有企业落后产能的淘汰。政府部门应当做好顶

层设计，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的立法体系与执法体系，要求各行业严格实行量化的环境排放标准，提

高环境准入门槛，严禁达不到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标准的产能进入市场。同时，完善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规范环境质量和生态影响检测，提高环境监督与惩治力度，倒逼落后产能的国有企业

退出市场，警惕与地方政府进行“政企合谋”的国有落后产能卷土重来，实现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有
效治理。
第三，针对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和现状，实施差别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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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行业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政策制定者应当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的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适合的实施细则，环境政策必须更具针对性。对于高污染、高能耗国有企业，
实施专项治理与重点检查，通过行政命令限制企业污染排放，提高企业违规排放的处罚力度，淘汰部

分落后污染产能。针对部分清洁型国有企业，适当给予政策扶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产能
利用率，最终通过产能升级与落后产能淘汰，实现国有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

增长。

注释:

①不失一般性，本文将劳动作为计价物，即取 1。
②当落后产能企业在 t期存在但在 t + 1 期从样本中消失记为退出市场。需要说明的是，受到样本可获得性的限制，
当落后产能企业退出工业企业样本时，可能由于经营状况的恶化或销售额低于 500 万的水平，与之前经营状况相
比，本文认为该企业经营已经十分困难，退出市场的风险已经很高，因此采用目前通用方式，以企业退出样本时期

近似作为企业退出市场时期。
③直观而言，产能利用率与资本折旧率关系应当满足: 资本折旧率对产能利用率单调递增; 产能利用率为 0 时，资本
折旧率也为 0; 当产能利用率为 1 时，资本折旧率达到上限。

④采用工业企业排污上缴费用总额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⑤以清洁生产标准目录为基础，与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匹配，清洁生产标准目录行业企业虚拟变量取 1，否则取 0。
⑥依据样本内污染强度划分的行业分类结果如下: 重度污染行业包括煤炭采选( 6) 、黑金矿采( 8) 、有金矿采( 9) 、纺
织业( 17) 、造纸业( 22) 、石油加工( 25) 、化学纤维( 26) 、化纤制造( 28) 、非金制造( 31) 、黑金加工( 32 ) 、有金加工
( 33) 、电力生产( 44) ; 中度污染行业包括石油开采( 7) 、非金矿采( 10) 、农副加工( 13 ) 、食品制造( 14 ) 、饮料制造
( 15) 、皮羽制品( 19 ) 、文体用品( 24 ) 、医药制造( 27 ) 、塑料制品( 30 ) 、金属制品( 34 ) 、交通设备( 37 ) 、燃气生产
( 45) 、水的生产( 46) ; 轻度污染行业包括烟草加工( 16) 、服装业( 18) 、木材加工( 20) 、家具制造( 21) 、印刷业( 23) 、
橡胶制品( 29) 、通用设备( 35) 、专用设备( 36) 、电气机械( 39) 、通信设备( 40) 、仪器仪表( 41) 。

⑦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作者依据样本内各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污染密集型企业和清洁
型企业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一致，受到篇幅限制未进一步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⑧需要说明的是，200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缺少关于企业出口交货值的统计，作为替代，此处采用 2004 年中国
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替代，由于海关数据库提供的是进出口交易记录的月度数据，根据企

业进出口产品的目的国、产品 HS8 分位编码将企业出口和进口相关数据汇总为年度数据，并按照海关数据库与工
业企业数据库的公共字段( 企业名称、电话、邮编等信息) 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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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overcapacity management

DU Weijian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we introduc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collusion and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xcess capac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is basis，

we use the improved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io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and then

we use the panel Tobit model and survival analysis model to test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excess capac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but also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market backward production enterprises’withdrawal，

that is，it can realize the capacity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In addition，the estimation results with different pollution intensity and external demand condition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more significant control effects on pollution-participating enterpris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io;

overcapac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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